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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之争
撰稿 / 夏佑至

　　去世十年之后，经济学家杨小凯留下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十多年前，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的杨小凯，曾和在北京

大学任教的林毅夫就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路径进行辩论。

他们的分歧被总结为“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之争。

　　后发劣势的概念来自经济学家沃森所说的“后来者的诅

咒”。2002 年，杨小凯在文章中发展了这个概念，他指出，后

发国家总是通过模仿先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模仿有两个层面，

模仿制度或是模仿技术。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杨小凯认

为，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发国家就会

采取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立场，导致发展的路径被锁定，为长期

发展留下隐患。因为短期经济成功常常被用作堵塞批评的工具，

使一个国家付出长期代价。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

这种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所在多有。

　　杨小凯的文章一发表，林毅夫就撰文反驳。他提出，技术

创新的成本非常高，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后发经济体之所以能

实现快速增长，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够推出正确的

发展战略，诱导企业善用该地区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通

过技术模仿，在很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后发地位

并不必然成为劣势，只要政府善于发现和利用比较优势，与发

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反而能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优势。而且，

只要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并不需要以明晰的产权和宪政为

前提。

　　2004 年，杨小凯英年早逝，年仅 56 岁，学林震动。许多

经济学家认为，杨小凯在最富创造力的年龄去世，不但是这门

学科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的损失。以杨小凯传奇的人生经历、

天赋、勤奋和创造力，他的问题意识和视野，对中国的经济发

展和制度转型都大有启发。最能佐证这一点的正是他和林毅夫

的争论。随着时光推移，二人的争论不但没有失去针对性，反

而不断被现实发展证明其重要性。如今，增长与制度的关系，

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在这场思想之争中，林毅夫一度更像是胜利者。十年来，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GDP 排名上升到世界第二；居民收入水平

上升；社会基本稳定；政府保持着对经济的强势影响力（在很

大程度上越来越强势）。这也让林毅夫有底气坚持“后发优势”

的立场，并试图将中国的经验上升为一般经济学理论。他后来

出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试图在不发达国家推行

中国的改革经验，卸任后，推出《新结构经济学》，全面总结

自己的理论。杨小凯曾两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他去世之

后，林毅夫是获奖呼声最高的华裔经济学家。

　　但林毅夫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越是有解释力，杨小凯的论

述就越是有预见性。中国经济的转型压力显然比预计的来得更

早。而且，事先很少有人想到，压力最早来自人口结构转变。

在林毅夫的解释中，充沛的年轻劳动力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

之一。但这一优势不但受制于人口结构变化的普遍规律（生育

意愿和生育率随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递减），

更受限于中国特殊的生育管制政策，因此是一个制度问题。

　　人口学家特别不解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选择在 1980 年

代初推行严格的生育管制政策，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人口生育率

已经相比高峰期下降了很多，并且持续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

他们提出的解释之一是1980年前后的经济增长“三步走”计划，

特别是其中第二步计划，也即到 20 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翻一番，达到 1000 美元。这不仅需要做大分子，也即 GDP，还

需要缩小分母，也即人口总数。

　　杨小凯对这类规划的长期必要性和合理性深表怀疑，而且

历史正在证实他的洞察。劳动人口减少是一个长期和难以逆转

的趋势，引起了中国经济中深远的变化。本届政府已经着手放

松生育管制，并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事

务的审批和干预，并为此成立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事

情同时出现，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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